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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户的规模—生产率关系问题的实证研究结

果，直接派生出大小农户孰更有效率的理论结论，以

及农业发展上应注重和保护小规模经营抑或推进规

模化经营的政策思路 (韩朝华，2017)。因此，自森

(1962)提出印度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与生产率呈反

向关系以来①，农户的规模—生产率关系问题成为发

展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研究领域一个经久不衰的话

题②。绝大多数的国外研究文献表明，无论采用单

要素生产率指标(单位面积作物产出或单位面积农

业产出)还是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发展中国家农

户的经营规模与生产率均表现为反向关系(宾斯万

格等，1995；伊斯特伍德等，2010；瑞达、福格烈，

2019)。尽管个别研究发现中国农户的经营规模与

生产率不存在任何反向或正向关系(陈等，2011；王
建英等，2015)，但绝大多数研究支持中国农户的经

营规模与生产率同样呈反向关系的结论(李谷成等，

2009；瑞达等，2015；唐珂等，2017；程等，2019)。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大

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大量农业人口转

移到城镇，从而导致农户户均土地经营面积增大，小

规模农户比例下降，中、大规模农户比例上升(黄、

丁，2016)，规模农户成为中国农业增长中的一个不

容忽视的力量。农户经营规模和经营规模分布的变

化对规模—生产率反向关系结论提出了挑战。首

先，虽然农业劳动力转移、制度创新(如土地流转平

台建设)、农业规模化发展支持政策以及机械技术

服务等推动了土地集中(黄、丁，2016)，但农户经营规

模的变动主要源于农户自选择，农业生产率较高的

农户逐步成长为中、大规模农户，农业生产率较低

的农户变为小农户。这一推理与大量有关土地租赁

市场发育对要素配置效率影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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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金松青和戴宁格尔(2004)发现，租入土地以扩

大经营规模的农户，其生产率显著高于租出土地的

农户生产率。如果说精耕细作优势是小农户生产率

高于大农户的源泉(程等，2019)，那么随着精耕细作

优势的逐渐丢失，农户的规模—生产率关系不应该

继续表现为“越小越好”。其次，劳动和资本市场方

面的制度安排会对不同规模农户的技术采用和要素

选择产生不同的影响(盛等，2019)。具体地说，农户

的技术采用与要素选择会随着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

而发生变化，大农户的农业经营活动由主要依靠雇

工变为主要依靠机械，进而导致人力劳动在生产率

提升方面的作用让位于机械动力，机械技术采用的

规模经济会减弱甚至逆转规模—生产率反向关系

(福斯特、罗森茨魏希，2017)。如果说早期的大农户

因雇工的监督成本而致使其最佳土地劳动比(land-
to-labor ratio)较大，进而带来了相对于小农户的生产

率劣势(费德，1985；埃斯瓦兰、科特瓦尔，1986)，那
么随着机械动力的广泛应用，土地劳动比约束得到

了放松，当前大农户的生产率表现不应该继续弱于

小农户。

既然大农户已经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农业经营

群体，小农户也逐渐丢失其原有的精耕细作优势，为

什么绝大多数已有研究依然得出中国农户规模—生

产率关系“越小越好”的结论?除了这些研究囿于数

据时效性而没有及时捕捉到农户土地规模变动对规

模—生产率关系的影响外(如，戴宁格尔等(2016)、炎
天尧(2021)发现，印度和中国农户的反向关系均呈逐

年弱化趋势)，其样本选择是一个主要原因。虽然中

国农户构成由小农户为农业生产经营的绝对主体变

为大中小农户并存，但小农户依然是中国的农业经

营主体，已有研究采用对农户总体有代表性的样本

取得的规模—生产率反向关系结果，更多地反映了

一定经营规模范围内的大小农户的生产率差异③，不

能说明更大经营规模范围内的小农户相对于大农户

是否具有生产率优势。鉴于农户经营规模的动态变

动，在一个土地经营规模区间更为宽泛的样本基础

上研究中国农户的规模—生产率关系问题具有更重

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本文基于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规模农户

数据，探究大农户相对于小农户是否具有土地生产

率优势。更为具体地，探究水稻、小麦、玉米的单位

面积产量(单产)与经营规模(播种面积)是呈现正向关

系或没有关系或依然表现为反向关系；明晰农户的

技术采用与要素选择如何随着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

而发生变化，及其对不同作物单产与播种面积关系

变化的影响。农业普查中的规模农户由种植业、畜

牧业、林业、渔业和农业服务业规模农户构成，本文

中的大农户为粮食种植业规模户，小农户或者是某

一粮食作物为主业兼种其他小面积粮食作物的种植

业规模户，或者是以设施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

农业服务业为主业兼种某一小面积粮食作物的规模

农户。农业普查规模农户样本包含了大小规模的粮

食作物种植户，从而为验证大农户相对小农户是否

具有土地生产率优势提供了数据支持。

本文研究不仅对于了解农业转型时期的农户规

模—生产率关系有理论意义，而且对中国农业发展

战略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小农户已经由

“男耕女织”型传统农户转变为“半耕半工”型农户，

其家庭收入由主要依赖种植业与手工业变为主要依

赖农业与非农业(黄宗智，2010)。随着中国经济的高

速发展和农户家庭非农收入的持续上升，由土地规

模狭小引致的务农收入份额日益下降问题凸显，农

业收入变为家庭补充收入，农业变成了副业(何秀

荣，2016)，其不仅影响了农业产业竞争力和农产品

国际竞争力，而且对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

展带来了挑战。因此，劳动人均产出增长是现代农

业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小农户相对于大农户的

先天劣势就是其农业劳动生产率没有比较优势(阿
扎莫普洛斯、雷斯图西亚，2014)。基于这样的认识，

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农业规模化经营问题，自 20
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就提出了农业适度规模

经营发展战略，通过稳定土地承包权，引导土地经营

权有序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同时，

各级政府部门通过奖励、补贴、金融支持等多种方式

推进土地流转，促进规模农户的形成、发展、壮大。

本文的研究结果既有助于揭示农业转型时期的农户

规模—生产率关系，同时也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

展战略提供更为全面的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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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贡献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本文采用

涵盖1～500亩及以上的不同规模农户的全国大样本

数据来探究农户的规模—生产率关系。本文所用样

本不仅数量大而且包含了较大比重(20％～45％)的
50亩以上农户，从而既弥补了已有研究因规模区间

狭窄而不能反映大农户生产率的缺陷，也避免了已

有研究因样本数量较少而可能导致的代表性不足问

题。第二，本文选取水稻、小麦、玉米作为研究对象，

不仅可以了解不同作物的单产与播种面积关系，而

且也可以明晰技术采用和要素选择对不同作物单产

与播种面积关系变化的差异化影响。本文的主要发

现是：在一个农户经营规模和经营规模分布发生了

变化、机械技术广泛应用的农业转型时期，农户规模

变动的自选择机制弱化了小农户的生产率优势，大

农户的技术进步内涵慢于规模外延扩张，导致其要

素选择不能抵消规模扩大带来的生产率损失，农户

的规模—生产率关系将表现为倒U型关系。

本文其余部分的构成如下：第二部分简要回顾

农户的规模—生产率反向关系成因的研究文献；第

三部分介绍本文的理论框架和相应的经验模型；第

四部分描述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和主要相关变量；第

五部分展示并分析计量模型回归结果和稳健性检验

结果；第六部分展示并分析要素选择对农户规模—

生产率关系变化的影响结果；第七部分给出基本研

究结论及其政策启示。

二、文献回顾：小农户为什么具有生产率优势

理论上说，在一个规模报酬不变、产品和要素完

全市场竞争的农业部门，市场力量会自动地将资源

从效率较低的农户配置到效率较高的农户，进而使

大小农户生产率不应该存在显著差异。然而，土地

质量变量遗漏、地块面积和产出的测量误差以及不

完善的要素市场，会导致农户的经营规模与生产率

呈反向关系。大量的研究文献主要从这3个方面来

解释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农户的规模

—生产率反向关系。

如果土地质量与农户的经营规模相关联，分析

农户的规模—生产率关系时，遗漏土地质量变量会

导致反向关系的假象(本杰明，1995)。特别是，如果

农户之间的土地质量差异与农户的经营规模存在着

某种系统性关联，如小农户的地块质量系统性的高

于大农户，那么遗漏土地质量变量的研究结果会导

致农户的经营规模与生产率的错误关系。本杰明

(1995)、陈等(2011)采用工具变量方法的研究结果显

示，相对于忽略土地经营规模内生性问题的研究结

果，纠正了土地经营规模内生性问题的规模—生产

率反向关系消失了。然而，盛等(2019)采用类似的工

具变量方法的研究结果表明，纠正了土地经营规模

内生性问题的生产率与经营规模U型关系仅仅平缓

了，但没有消失。巴雷特等(2010)通过实验室测量的

办法，取得了每个地块样本的土壤PH值、微量元素

含量等精确的土壤质量数据，其施加了这些精确土

壤质量指标的回归结果表明，土地质量差异不能解

释反向关系的存在。因此，小农户相对于大农户具

有生产率优势不是源于土地质量变量的遗漏。

如果农户的地块面积和产出量存在着测量误

差，那么测量误差也会带来反向关系的假象(拉姆，

2003)。卡莱托等(2013)利用乌干达农户地块面积的

自报数据和基于全球定位系统(GPS)取得的地块面

积测量数据，验证了地块面积测量误差对反向关系

的影响。其结果表明，在使用GPS技术纠正了地块

面积误差后，反向关系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强化了。

德斯尔瑞和乔利夫(2018)采用埃塞俄比亚农户自报

的作物产量数据和通过实割实测取得的作物产量数

据，验证了产量测量误差对反向关系的影响。其结

果显示，采用前者地块单产与播种面积呈反向关系，

采用后者地块单产与播种面积变为正向关系。古尔

利等(2019)、洛贝尔等(2020)基于乌干达农户地块的

自报产量数据和多种测量数据(全部实割实测、部分

实割实测、GPS测量)的研究结果，支持德斯尔瑞和乔

利夫(2018)的研究结论。奥鲍伊等(2019)的研究结果

表明，只有当农户的地块面积和产量均通过测量手

段取得时，小农户的地块反向关系才会消失；否则，

其他任何方式的组合不仅不会扭转反向关系，反而

会加重反向关系的程度。然而，这些来自非洲国家

的案例研究，虽然加深了对农户规模—生产率反向

关系成因的认识，但因缺乏广泛性而难以推翻发展

中国家农户的规模—生产率呈反向关系的研究结论

(盛等，2019)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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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反向关系成因的第三种解释是反向关系的存

在源于发展中国家不够完善的要素市场(劳动、土

地、信贷等)特别是劳动市场(森，1966；卡特，1984；费
德，1985；埃斯瓦兰、科特瓦尔，1986；宾斯万格等，

1995)。不完善的要素市场致使不同规模农户面对

的要素价格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影响了这些农户在

单位土地面积上的要素使用程度，进而带来了大小

农户的土地产出率差异。其中，不完善的劳动市场

是农户规模—生产率反向关系的决定因素。小农户

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其劳动机会成

本较低，同时又是为自家耕作而具有更高的激励动

机，因此，相对于主要依赖支付市场工资并辅以监督

成本的临时或长期雇工的大农户，小农户劳动投入

强度更大，对作物的呵护程度更强，单位面积土地产

出率自然也更高。李谷成等(2009)、程等(2019)的研

究结果显示，农户的土地生产率与经营规模呈反向

关系，但按照市场工资折算劳动成本取得的亩均利

润与播种面积则呈正向关系。盛等(2019)、炎天尧

(2021)通过比较施加生产要素与未施加生产要素的

规模—生产率反向关系结果，发现劳动投入强化了

规模—生产率反向关系。上述研究证实了较高的劳

动投入强度同样是中国小农户相对于大农户具有生

产率优势的主要缘由。

如果要素市场不完善假说是规模—生产率反向

关系的主要成因，那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要素市

场逐步完善，要素市场不完善对小农户的要素投入

约束会得到缓解，农户规模—生产率反向关系会逐

步弱化甚至逆转。以越南(埃尔斯特等，2020)、印度

(戴宁格尔等，2016)、印度尼西亚(山口，2016)和中国

(瑞达等，2015；炎天尧，2021)为案例的研究结果表

明，非农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

业部门的转移，缓解了小农户过度投入问题，弱化了

农户规模—生产率的反向关系。

近期，基于以小规模经营为特点的发展中国家

农户的经营规模与生产率呈反向关系、以大规模经

营为特点的欧美发达国家农场的经营规模与全要素

生产率为正向关系(基，2019；盛、钱塞勒，2019)的观

察，福斯特和罗森茨魏希(2017)提出了劳动市场的交

易成本和机械技术采用的规模经济会导致农户经营

规模与生产率呈U型关系的假说：劳动市场的交易

成本导致农户的有效劳动随着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

而下降(即强化了U型关系拐点前的反向关系)⑤；机
械技术采用的规模经济促使农户生产率随着土地经

营规模的继续扩大而上升(即强化了U型拐点后的正

向关系)。采用含有大小农户的样本数据，辛奇(2006)、
福斯特和罗森茨魏希(2017)、穆扬加和杰恩(2019)、盛
等(2019)的研究结果显示，赞比亚农户的玉米单产与

播种面积、印度农户的亩均农业利润与种植规模、肯

尼亚农户的亩均总产值与经营规模、中国农户的玉

米单产与播种面积，均呈显著的U型关系。然而，发

展中国家农户的规模—生产率呈U型关系假说，是一

个基于全球农户规模—生产率关系的静态观察结果，

忽略了农户经营规模和经营规模分布变动对农户规

模—生产率关系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一个

农户经营规模和经营规模分布发生了变化、机械技术

广泛应用的农业转型时期，以单要素生产率指标表

征的规模—生产率关系，应当为倒U型关系或者差

异程度较小的反向关系，但不可能为U型关系。

三、模型设定

(一)理论模型

如果用土地、劳动、非劳动要素代表农户从事粮

食作物生产的全部要素投入，那么该农户粮食作物

的柯布—道格拉斯型生产函数为：

Yh = AhTαT
h LαL

h KαK
h eεh (1)

其中，Yh表示农户h的某一粮食作物总产量；(T，
L，K)分别表示农户h在该粮食作物生产中的土地、劳

动和非劳动要素投入，其中，土地T又称之土地经营

规模或播种面积；Ah表示农户h的技术效率，反映了

农户h在制度环境或资源禀赋约束下的诸如管理水

平或勤勉程度等观察不到的投入；αT、αL、αK分别表

示土地、劳动和非劳动要素的产出比重；εh表示非预

期的生产率冲击。

对生产函数(1)两边同除以T，并取对数，相应的

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出(单产)的双对数生产函数式

如下：

ln æ
è
ç

ö
ø
÷

YhTh
=lnAh+(γ-1)lnTh+αLln æ

è
ç

ö
ø
÷

LhTh
+αKln æ

è
ç

ö
ø
÷

KhTh
+ε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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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γ=αT+αL+αK，表示规模报酬系数。如果处

于一个完全市场竞争环境且没有外部性，同时生产

技术呈规模报酬不变(即γ=1)，那么基于函数式(2)可
以推导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农户h的粮食作物

单产是技术效率Ah和非预期的生产率冲击 εh的函

数，即 ln(Yh /Th)=f(lnAh，εh)。由于技术效率(Ah)和非预

期的生产率冲击(εh)独立于土地经营规模(Th)，因此，

农户h的粮食作物单产与土地经营规模没有关系，即

ln(Yh /Th)⊥Th(阿松考、布拉伊多，2007)⑥。然而，特征

事实和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农户

的生产率与土地经营规模呈反向关系。生产率与土

地经营规模存在关联的事实意味着技术效率(Ah)与
土地经营规模(Th)存在着相关关系。假定土地经营

规模不存在测量误差，用Xh表示影响土地生产率且

与技术效率(lnAh)关联的非要素变量(如家庭人口特

征变量、生产经营特征变量以及土地质量变量等)，
那么相应的粮食作物单产模型设定如下：

ln æ
è
ç

ö
ø
÷

YhTh
=βlnTh+δ′Xh+μh (3)

上述单产模型广泛地用于发展中国家农户的反

向关系研究(卡特，1984；赫尔特贝尔，1998；阿松考、

布拉伊多，2007；李谷成等，2009)。然而，农户的技

术效率(Ah)除了与土地经营规模(Th)和非要素变量存

在关联外，与生产要素(Lh /Th，Kh /Th)的质量、组合以及

使用强度也存在着关联，遗漏要素投入变量会导致

规模—生产率关系的估值存在偏误(赫尔方、泰勒，

2021；阿拉贡等，2022)。因此，添加了要素变量的单

产模型变为相应粮食作物单产的生产函数模型，即：

ln æ
è
ç

ö
ø
÷

YhTh
=βlnTh+δ′Xh+αLln æ

è
ç

ö
ø
÷

LhTh
+αKln æ

è
ç

ö
ø
÷

KhTh
+νh (4)

函数式(4)实际上是规模报酬不变技术下的生产

函数模型，粮食作物土地生产率(单产)与经营规模

(播种面积)的关系(β)反映了农户农业生产中的技术

效率(全要素生产率)与经营规模的关系(赫尔方、泰

勒，2021)。上式表明，给定非要素变量影响的前提

下，农户的规模—生产率关系取决于两个方面因素

的作用：农户的诸如管理水平或勤勉程度等观察不

到的投入(即管理细度)和农户的技术采用与要素选

择状况⑦。因此，以下情景会导致农户的土地经营规

模与生产率呈现反向关系或倒U型关系：(1)大小农

户的技术采用和要素选择没有显著差异的情况下，

如果小农户的管理细度大于大农户，那么小农户的

生产率会大于大农户，从而会导致现实中反向关系

的存在。(2)大小农户的管理细度没有显著差异情况

下，如果大农户的技术采用和要素选择策略没有抵

消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带来的边际产出损失，那么大

农户的技术采用和要素选择策略最多会弱化反向关

系但不会逆转反向关系。(3)随着农户经营规模和经

营规模分布发生变动，生产率较高的农户成长为中、

大规模农户，生产率较低的农户变为小农户，小农户

特别是过小规模农户的管理细度将明显低于中、大

规模农户。如果大农户的技术采用和要素选择策略

没有抵消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带来的边际产出损失，

大农户的技术进步内涵将慢于规模外延扩张，那么

农户的规模—生产率关系就会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

倒U型关系。

(二)经验模型

本文采用单产模型和生产函数模型来测度农户

的规模—生产率关系。遵循以往研究中的双对数函

数式设定，同时考虑到土地经营规模与生产率可能

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相应的粮食作物单产模型设定

如下：

ln(yih)=a0+a1ln(sizeih)+a2[ln(sizeih)]2+δ′Xih+θj+μih (5)
其中，yih表示农户h的 i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公斤/

亩)，i表示水稻、小麦、玉米；size表示农户 h的 i作物

播种面积(亩)；Xih表示家庭人口特征变量、土地经营

特征变量以及土地质量变量；a0、a1、a2、δ等，表示待估

系数；θj表示区域固定效应(即区域虚拟变量)；μih表

示误差项。

本文采用的单产生产函数模型设定如下：

ln(yih)=b0+b1ln(sizeih)+b2[ln(sizeih)]2+ δ ′Xih+ λ ′Wih+
θj+νih (6)

其中，Wih表示农户h对粮食作物 i施用的亩均生

产要素投入(劳动、机械以及其他中间投入)，λ表示待

估的要素系数向量，νih表示误差项；其他与函数式(5)
相同。未加入Wih的经营规模系数估值(â1和 â2)和加

入Wih的经营规模系数估值(b̂1和 b̂2)，为本文关注的反

映规模—生产率关系的指标。其中，未加入Wih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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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规模系数估值用于表征农户的规模—生产率关

系，加入Wih的经营规模系数估值主要用于判断技术

采用和要素选择对规模—生产率关系变化的影响。

由于中国中、大规模农户的土地来自土地租赁

市场，如果租入的土地来自租出户质量较差的地块，

那么可能会导致中、大规模农户的土地质量系统性

地弱于小农户。这种情况下，如果缺乏恰当的土地

质量变量，那么就会出现遗漏相关变量问题(本杰

明，1995)。本文借鉴盛等(2019)采用的方法，选取了

农户确权耕地面积(或承包地面积)和开荒、复垦以及

灾损等导致的净增耕地面积作为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的工具变量，采用控制函数法(control function)(伍德

里奇，2010)检验和纠正播种面积可能存在的内生性

问题。检验结果否决了水稻、小麦、玉米播种面积存

在内生性问题的原假设，因此，本文的经验模型设定

不再考虑播种面积的内生性问题。

四、数据来源

2016年开展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时点指标

为2016年12月31日，时期指标为2016年1月1日至

12月31日。此次普查专门设计了规模农户问卷，收

集规模农户的农业从业者情况、土地利用和流转情

况、农业现代化情况、农业机械设施装备和生产结构

情况以及粮食作物生产的投入产出情况。《第三次全

国农业普查方案》规定，规模农户由种植业、畜牧业、

林业、渔业、农林牧渔服务业等5类农户构成，其中，

种植业规模农户定义为“一年一熟制地区露地农作

物的土地达到100亩及以上、一年二熟及以上地区露

地种植农作物的土地达到50亩及以上、设施农业的

设施占地面积25亩及以上”。按照这一定义，本文将

种植规模小于50亩的农户定义为小农户，种植规模

超过50亩的农户定义为大农户。

本文所用数据为国家统计局—北京大学数据开

发中心提供的 1％规模农户普查数据。本文研究对

象为水稻(中稻和一季晚稻)、小麦、玉米种植户⑧。样

本中的“小户”或者是种植了小面积粮食作物的粮食

规模种植户(如以大豆为主业的规模农户同时种植

了小面积的玉米或水稻等)，或者是在自家承包地上

种植了小面积粮食作物的设施农业、畜牧业、林业、

渔业和农业服务业规模农户，但样本中的“大户”基

本为粮食规模种植户。由于全国规模农户数量较

少，如果固定效应设定为行政村或乡镇，将会损失大

量样本，因此，函数式(5)和(6)的固定效应全部固定在

县(市)级。本文的小农户可能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

“半耕半工”小农户，县级固定效应也可能控制不住

农户间土地质量的差异，我们将在后面的稳健性检

验部分加以讨论。

按照播种面积5个标准差标准，剔除了超过该标

准的样本，再删除了缺失值、异常值样本以及种植规

模小于1亩的样本⑨，最终生成了用于本文研究的农

户样本，其中，水稻种植户由来自全国23省454县的

5741户农户构成，小麦种植户由来自全国 24省 697
个县的7319户农户构成，玉米种植户由来自全国27
省 1105县的 14511户农户构成。表 1的粮食种植户

经营规模分布状况显示，10亩以内的种植户比重最

大，50亩以上的水稻、小麦、玉米种植户比重分别约

为 44.79％、20.40％、33.98％。由于水稻和玉米种植

大户多来自土地资源较为丰富的东北地区，因此水

稻和玉米种植大户的比重明显高于小麦种植大户比

重。相对于已有国内研究采用的农户样本(李谷成

等，2009；程等，2019)，本文采用的规模农户普查数

据不仅包含了大量的50亩以上农户样本，而且包含

了较大比重的30～50亩农户样本。

根据相关研究文献和规模农户问卷的指标设定

情况，本文确定的控制变量由4个部分构成：(1)家庭

人口特征变量，包括家庭规模、18～60岁的家庭成员

比例、老人(60岁以上)儿童(10岁以下)成员比例、户

表1 粮食种植户经营规模的分布情况(％)
作物(亩)
水稻

小麦

玉米

1～10
35.64
61.25
44.39

10～30
12.02
12.74
14.65

30～50
7.55
5.61
6.98

50～100
18.61
10.36
12.61

100～200
17.52
5.81
16.39

200～300
4.71
1.93
3.00

300～400
1.63
1.00
0.91

400～500
0.76
0.28
0.46

＞500
1.56
1.02
0.61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数据来源：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1％规模农户样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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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2)生产经营特征变量，包

括是否为农业部门认定或工商部门登记的家庭农

场、是否参加了农业保险、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耕地

面积比例；(3)土地质量变量，包括转入面积占耕地面

积的比例、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土地价格

(即村级租地平均价格)；(4)生产要素指标，包括户主

亩均种植业从业时间、亩均从事种植业30天以上的

雇工人数、亩均化肥用量、农药喷洒次数、是否使用

农家肥、是否机耕、是否机播、是否机收等要素投入

变量。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需要说

明的是，问卷设计了农业生产时间段(即0、1～14天、

15～29天、30天以上)和从事农业的主要行业(种植

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农林牧渔服务业、无)，为此，

我们将是否主要从事种植业与农业生产时间段相

乘，取得了户主种植业从业时间(1、2、3、4)。为了反

映户主从业时间对单产的贡献，我们又将这4个时间

统一调整为亩均时间 (即时间段除以粮食作物面

积)。问卷有累计 30天以上的从事种植业的雇工人

数指标，我们将该指标统一除以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生成了亩均雇工人数。可以想象，这两个指标可能

不会完美地反映劳动投入对具体作物单产的贡献。

图 1是采用非参数方法估计的粮食作物单产与

播种面积之间的表观关系(即无条件的播种面积—

单产关系)。从图中曲线走向看出，水稻、小麦、玉米

的播种面积—单产关系均呈明显的倒U型关系；小

麦的亩均单产为大农户低于小农户，水稻和玉米的

亩均单产则均为大农户高于小农户(表2)。本文的播

种面积—单产表观关系与国内外采用规模区间狭窄

的农户样本数据的研究结果不完全一致，其估计的

粮食作物单产与播种面积表观关系绝大多数为反向

关系(程等，2019；大冢等，2016)；但与采用规模区间

较大的农户样本数据的盛等(2019)的研究结果相一

表2 相关变量的基本情况

变量

单产(公斤/亩)
播种面积(亩)
家庭规模(人)
成人比例

老人儿童比例

户主年龄(岁)
户主教育(年)
家庭农场(0/1)
农业保险(0/1)

种植比例

转入土地比例

灌溉面积比例

地价(元/亩)
户主耕作时间

雇工(人/亩)
化肥(千克/亩)
农家肥(0/1)

农药施用数(次)
是否机耕(0/1)
是否机播(0/1)
是否机收(0/1)

样本数量

水稻

总体

534.22
77.46
3.86
0.73
0.19
47.83
9.31
0.06
0.66
0.71
0.46

441.46
0.18
0.03
48.42
0.23
3.14
0.90
0.45
0.84
5741

≤50
532.78
13.07
4.05
0.71
0.21
48.40
9.29
0.05
0.71
0.56
0.27

402.99
0.29
0.04
48.97
0.34
3.07
0.84
0.28
0.74
3188

＞50
536.01
157.87
3.63
0.75
0.17
47.13
9.36
0.06
0.60
0.90
0.70

489.51
0.03
0.01
47.74
0.10
3.22
0.98
0.67
0.96
2553

小麦

总体

443.07
42.13
4.01
0.69
0.21
48.77
9.62
0.06
0.76
0.75
0.28
0.82

510.82
0.3
0.03
52.41
0.38
2.49
0.97
0.83
0.95
7319

≤50
453.15
9.07
4.12
0.68
0.23
48.97
9.55
0.04
0.74
0.72
0.16
0.82

519.59
0.37
0.03
52.66
0.43
2.45
0.96
0.84
0.94
5829

＞50
403.61
171.44
3.6
0.76
0.16
47.98
9.93
0.11
0.82
0.86
0.76
0.86

476.52
0.03
0.02
51.44
0.18
2.64
0.98
0.81
0.99
1490

玉米

总体

526.98
57.82
3.87
0.71
0.2

47.83
9.37
0.04
0.64
0.71
0.33
0.51

427.54
0.22
0.03
49.61
0.35
1.97
0.79
0.78
0.72
14511

≤50
520.85
11.51
3.99
0.70
0.21
48.45
9.41
0.04
0.68
0.63
0.19
0.62

463.01
0.32
0.05
50.65
0.43
2.01
0.71
0.70
0.61
9580

＞50
538.89
147.80
3.65
0.73
0.19
46.64
9.31
0.03
0.57
0.85
0.61
0.31

358.62
0.03
0.01
47.59
0.20
1.89
0.94
0.94
0.93
4931

数据来源：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1％规模农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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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非参数估计的播种面积—单产表观关系

致。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恰亚诺夫(1996)、森(1962)
基于调查数据观察到的农户规模—生产率表观反向

关系在我们的农户样本中已经消失，代之以土地生

产率在一定规模区间内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而逐

步提高。然而，未施加任何控制变量估计的播种面

积—单产表观关系结果，包含了地区之间的气候、土

地质量、与农户关联的时变和非时变因素等对单产

水平的影响。大小农户粮食单产是否存在差异以及

呈现怎样的差异，需要采用控制了所有非要素变量

的计量模型结果进一步加以验证。

五、农户规模—生产率关系的实证结果

(一)农户的规模—生产率关系

表 3～表 5分别报告了水稻、小麦、玉米单产与

播种面积关系的回归结果。第1栏为未施加任何控

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2)～(4)栏为逐次添加了县级

固定效应、非要素变量(即家庭人口特征变量、生产

经营特征变量和土地质量变量)和要素变量的回归

结果，第(5)～(6)栏为施加了县级固定效应及非要素

变量和施加了所有控制变量的50亩以内样本的回归

结果。50亩以内样本的回归结果主要是为了验证已

有研究发现的规模—生产率反向关系。为了准确地

反映单产与播种面积关系呈线性关系抑或非线性关

系，我们通过增减播种面积平方项方式，观察播种面

积系数显著性程度的变化，以此确定了具体的播种

面积―单产关系类型⑩。为了进一步验证农户的规

模—生产率非线性关系是否为倒U型关系，我们对

所有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倒U型关系检验(U-test)。
表3～表5第(1)栏展示的回归结果，实际上反映

了粮食作物单产与播种面积之间的表观关系。回归

结果显示，水稻、小麦、玉米单产均随着播种面积扩

大而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单产与播种面积

关系表现为拐点分别为38.8亩、2.4亩、46.6亩的显著

倒U型关系，佐证了采用非参数方法估计的播种面

积—单产表观关系结果(图1)。当施加了县级固定效

应后，水稻单产与播种面积关系依然为显著的倒U
型关系，小麦单产与播种面积关系由倒U型关系变

为显著的反向关系，玉米单产与播种面积关系变为

较微弱的倒U型关系(表3～表5第(2)栏)。当继续添

加非要素变量后，水稻单产与播种面积关系由倒U
型关系变为显著的反向关系，小麦单产与播种面积

关系由反向关系变为显著的倒U型关系，玉米单产

与播种面积关系由较微弱的倒U型关系变为显著的

倒U型关系(表3～表5第(3)栏)。盛等(2019)发现，施

加了户级固定效应(或户级固定效应和其他控制变

量)后，其玉米单产与播种面积倒U型表观关系变为

U型关系，意味着其玉米单产与播种面积倒U型表观

关系结果源于农户的非时变因素影响。本文结果表

明，如果说水稻单产与播种面积倒U型表观关系中

的单产上升区间源于农户的时变因素影响，那么小

麦和玉米单产与播种面积倒U型表观关系中的单产

上升区间则反映了过小规模农户已经失去生产率优

势的现实。

按照已有文献的通常做法，单产模型(函数式(5))
中的播种面积系数估值表征农户的规模—生产率关

系。水稻样本总体的播种面积系数估值结果显示，

水稻单产与播种面积呈差异幅度较小的显著反向关

系(表 3第(3)栏)。小麦样本总体和玉米样本总体的

播种面积系数估值和U-test结果显示，小麦和玉米

··145



农业经济研究 2024.5
AGRICULTURAL ECONOMY

表3 水稻单产与播种面积关系的回归结果

变量

播种面积(ln)

播种面积平方(ln)

家庭规模(ln)

成人比例

户主教育年限(ln)

是否参加农业保险

水稻面积比例

转入土地比例

土地价格(ln)

种植业时间(ln)

户主雇佣劳动(ln)

亩均化肥(ln)

是否施用农家肥

农药使用次数(ln)

是否机耕

是否机播

是否机收

县固定效应

常数项

Adj.R2

样本量

U-test(p值)
升降拐点(亩)

全部样本

(1)
0.0333***
(0.00498)

-0.00455***
(0.000776)

否

6.222***
(0.00709)
0.010
5741

0.00351
38.8

(2)
0.0118*
(0.00696)

-0.00201**
(0.000986)

是

6.488***
(0.0135)
0.389
5741
0.0346
18.8

(3)
-0.00602**
(0.00282)

0.0069
(0.00516)
0.0207
(0.0148)
0.00433
(0.00606)
0.0143**
(0.00698)
0.0223**
(0.0101)
0.0169**
(0.00849)
0.00626
(0.00681)

是

6.404***
(0.0566)
0.391
5741

(4)
-0.0093**
(0.00408)

0.00631
(0.00517)
0.0208
(0.0149)
0.00414
(0.00608)
0.0126*
(0.00704)
0.0271**
(0.0124)
0.0154*
(0.00837)
0.00575
(0.00653)
0.000384
(0.00379)
0.000143
(0.00371)
0.0473***
(0.0108)
-0.00194
(0.00699)
0.00492
(0.0049)
0.00101
(0.0113)

-0.000553
(0.00732)
0.0148
(0.0105)

是

6.192***
(0.0768)
0.398
5741

≤50亩
(5)

-0.000327
(0.00549)

-0.00196
(0.00915)
0.0464*
(0.0244)
0.00748
(0.00876)
0.0226**
(0.0101)
0.024*
(0.0129)
0.0120
(0.0123)

-0.000574
(0.00815)

是

6.359***
(0.071)
0.463
3188

(6)
-0.00279
(0.00549)

-0.00235
(0.00916)
0.0477**
(0.0242)
0.00649
(0.0089)
0.0211**
(0.0102)
0.0263*
(0.0157)
0.0130
(0.0126)

-0.000929
(0.00795)
-0.00105
(0.00548)
-0.00262
(0.00467)
0.0358***
(0.0125)
-0.00216
(0.00799)
0.00772
(0.00654)
-0.00625
(0.0139)
0.00822
(0.0108)
0.0267**
(0.0132)

是

6.189***
(0.0879)
0.470
3188

注：(1)未展示老人儿童比例、户主年龄和是否官方认定的家庭农场等3个变量的系数估值，这3个变量在水稻、小麦、玉米模
型中的系数均不显著。(2)U-test的原假设和备择假设分别为线型(或U型)和倒U型关系。标准误聚类到县级。*、**、***分别表
示10％、5％、1％统计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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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产与播种面积关系呈拐点分别为 10.3亩、15.3
亩的显著倒U型关系(表4和表5第(3)栏)。不同于样

本总体的回归结果，50亩以内样本的单产模型结果

显示，水稻、小麦、玉米的播种面积系数均不显著(表3～
表 5第(5)栏)，表明小农户的水稻、小麦、玉米单产与

播种面积没有任何显著的负向或正向关系。因此，

水稻单产与播种面积的反向关系、小麦和玉米单产

与播种面积的倒U型关系主要源于大小农户总体之

间的差异。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按照控制了所有变

量的生产函数模型结果(函数式(6))，样本总体和 50
亩以内样本的水稻、小麦和玉米单产与播种面积关

系依然没有发生改变。大小农户的生产率存在怎样

表4 小麦单产与播种面积关系的回归结果

变量

播种面积(ln)
播种面积平方(ln)

家庭规模(ln)
成人比例

户主教育年限(ln)
是否参加农业保险

小麦面积比例

转入土地比例

土地价格(ln)
灌溉面积比例

户主种植业时间(ln)
雇佣劳动(ln)
亩均化肥(ln)

是否施用农家肥

农药使用次数(ln)
是否机耕

是否机播

是否机收

县固定效应

常数项

Adj.R2

样本量
U-test(p值)
升降拐点(亩)

全部样本
(1)

0.0151**
(0.00706)

-0.00872***
(0.00118)

否
6.097***
(0.00864)
0.053
7319

0.00754
2.4

(2)
-0.00473**
(0.00214)

是
5.873***
(0.0119)
0.567
7319

(3)
0.0112

(0.00748)
-0.0024**
(0.00115)
0.00541
(0.00646)
0.0191
(0.017)
0.00838
(0.0066)
0.0102

(0.00711)
-0.0095
(0.0013)
-0.0135
(0.00994)
0.0134*
(0.0069)
0.104***
(0.0139)

是
5.659***
(0.0548)
0.579
7319
0.0668
10.3

(4)
0.0132*
(0.00793)

-0.00233**
(0.00115)
0.00644
(0.00638)
0.0148
(0.0168)
0.00679
(0.0066)
0.00969
(0.00714)
-0.0205
(0.0153)
-0.0108
(0.00986)
0.0126*
(0.00671)
0.0960***
(0.0133)
0.00533
(0.00431)
-0.0048
(0.00339)
0.0514***
(0.0109)
0.0032

(0.00541)
0.0117**
(0.00564)
-0.000701
(0.0212)

0.0387***
(0.0138)
0.0143
(0.0254)

是
5.459***
(0.074)
0.585
7319
0.0344
17.0

≤50亩
(5)

0.00172
(0.0048)

0.00257
(0.00734)
0.0202
(0.0195)
0.0151**
(0.00745)
0.00397
(0.00837)
-0.00464
(0.0152)
-0.0148
(0.0128)
0.00854
(0.00822)
0.112***
(0.0149)

是
5.785***
(0.0607)
0.560
5829

(6)
-0.000152
(0.00477)

0.00295
(0.00726)
0.0146
(0.0193)
0.0139*
(0.00743)
0.00325
(0.00849)
-0.00546
(0.0149)
-0.0115
(0.0128)
0.00822
(0.00814)
0.103***
(0.0143)
0.00255
(0.00493)
-0.00366
(0.0037)

0.0521***
(0.0121)
0.00718
(0.00594)
0.0143**
(0.00649)
0.00776
(0.0248)
0.041**
(0.018)
0.0153
(0.0273)

是
5.528***
(0.0812)
0.569
5829

注：同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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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采用单产模型的系数估值和非要素变量均

值取得的水稻、小麦、玉米单产对数(即 ln(y))预测结

果显示，50亩以内的农户生产率整体上稍高于50亩
以上的农户生产率。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农户的单产与播种面积关

系，我们按照各省样本量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确定

了相应的粮食作物主产区域，进而分区域对水稻、小

麦、玉米的单产与播种面积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见
《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表A1)。采用区域样本

总体的单产模型结果显示，南方水稻主产省(江苏

省、安徽省、湖北省)的水稻单产与播种面积呈显著

的倒U型关系，东北水稻主产省(黑龙江省、吉林省、

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的水稻单产与播种面积呈显

著的反向关系，“其他”地区的水稻单产与播种面积

没有表现出任何显著的关系；华北小麦主产省(河北

省、山东省、河南省)的小麦单产与播种面积表现为

微弱的倒U型关系，南方小麦主产省(江苏省、安徽

省、湖北省)的小麦单产与播种面积呈显著的反向关

系，“其他”地区的小麦单产与播种面积则没有呈现

出任何显著的关系；东北玉米主产省(黑龙江省、吉

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的玉米单产与播种面

积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华北玉米主产省(河北省、山

东省、河南省)的玉米单产与播种面积没有表现出任

何显著的关系，“其他”地区的玉米单产与播种面积

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采用50亩以内区域样本的单

产模型结果显示，绝大多数50亩以内样本的规模—

生产率没有表现出任何显著的关系。因此，尽管水

稻样本总体的单产与播种面积关系不同于小麦样本

总体和玉米样本总体的单产与播种面积关系，但其

最重要产区(南方水稻主产省)的单产与播种面积关

系同样为显著的倒U型关系。本文结果表明，中国

农户的规模—生产率关系已经走向或正在走向倒U
型关系，过小规模农户已经或正在失去其原有的生

产率优势。

本文研究结果与已有的采用含有大小农户样本

数据的研究结果不完全一致。辛奇(2006)、福斯特和

罗森茨魏希(2017)、穆扬加和杰恩(2019)、盛等(2019)
发现，农户的土地生产率与经营规模呈显著的U型

关系。农户规模—生产率关系不仅与农户的经营规

模区间相关联，而且也受到农户经营规模分布变化

的影响。赞比亚、肯尼亚、印度以及其他许多发展中

国家为土地私有制国家，其大小农户一直共存于一

个经济体内，同时其农户经营规模分布变化较小。

这些国家的小农户受制于要素市场特别是劳动市场

约束，会通过较高强度的劳动投入或较高程度的管

理细度换取较高的单位面积土地产出，进而导致其

规模—生产率关系呈反向关系。相反，这些国家的

大农户会利用机械技术采用的规模经济优势，取得

了较高的单位面积土地产出，从而使其规模—生产

率关系在一个规模区间内表现为正向关系。因此，

对于大小农户一直并存且经营规模分布变动较小的

土地私有制国家，基于小农户样本数据发现的规模—

生产率关系会表现为反向关系，基于含有大小农户

样本数据发现的规模—生产率关系则会呈现为U型

关系。

不同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国农村土地所

有制为村集体所有制，农户按照人人均等的原则承

包经营村集体所有的土地。随着农户经营规模和经

营规模分布发生变化，生产率较高的农户成长为中、

大规模农户，生产率较低的农户变为小农户，小农户

的管理细度明显低于对应的大农户。当大农户技术

采用和要素选择没有抵消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带来的

边际产出损失，大农户技术进步内涵将慢于规模外

延扩张，农户的规模—生产率关系自然会表现出先

上升再下降的倒U型关系，即本文发现的小麦样本

总体和玉米样本总体的规模—生产率倒U型关系，

以及南方水稻主产省的规模—生产率倒U型关系。

然而，同一种植区域内的不同作物的收益不同，小农

户对收益较高的作物的管理细度会高于收益较低的

作物，从而导致同一种植区域内的不同作物的规模—

生产率关系不完全相同。水稻是东北地区亩均收益

最高的粮食作物，水稻种植小户对水稻的管理细度

高于其他兼种的粮食作物(如玉米和(或)大豆)，大小

水稻种植户的管理细度不像玉米那样存在明显差

异。当水稻种植大户的技术进步内涵慢于规模外延

扩张，水稻的规模—生产率关系就会呈现出差异程

度较小的反向关系。由于东北地区的水稻样本占全

部水稻样本比重接近 40％，其规模—生产率关系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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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了水稻样本总体的规模—生产率关系，进而带来

了水稻样本总体的规模—生产率反向关系。

为什么本文的玉米单产与播种面积关系与盛等

(2019)的研究发现不一致?盛等(2019)利用 2003年、

2008年、2013年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河北省、

山东省、河南省的574户含有大小农户的追踪样本数

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了玉米的单产与播种面

积关系。不同于一般小农户，中、大规模农户的土地

主要来自土地租赁市场，短期契约以及各种突发

事件(如灾害、市场价格)会导致其土地规模经常发生

变动，2003年的大农户在 2013年可能变为小农户，

同样，2003年的小农户在 2013年可能变为大农户，

表5 玉米单产与播种面积关系的回归结果

变量

播种面积(ln)
播种面积平方(ln)

家庭规模(ln)
成人比例

户主教育年限(ln)
是否参加农业保险

玉米面积比例

转入土地比例

土地价格(ln)
灌溉面积比例

户主种植业时间(ln)
雇佣劳动(ln)
亩均化肥(ln)

是否施用农家肥

农药施用次数(ln)
是否机耕

是否机播

是否机收

县固定效应

常数项

Adj.R2

样本量
U-test(p值)
升降拐点(亩)

全部样本
(1)

0.0647***
(0.00612)

-0.00843***
(0.00103)

否
6.134***
(0.00727)
0.012
14511
0.00562
46.6

(2)
0.0108*
(0.00635)
-0.00154
(0.00105)

是
5.934***
(0.00827)
0.473
14511
0.103
33.3

(3)
0.0107†
(0.00656)
-0.00196*
(0.00107)
0.0151**
(0.00603)
0.0254*
(0.0138)
0.0132**
(0.00597)
0.0127**
(0.00648)
0.0323**
(0.0128)
0.0207**
(0.0102)

0.0323***
(0.00717)
0.108***
(0.0197)

是
5.551***
(0.0664)
0.488
14511
0.052
15.3

(4)
0.00578
(0.00687)

-0.00209**
(0.00106)
0.0138**
(0.00596)
0.0247*
(0.0135)
0.011*

(0.00581)
0.0108*
(0.0064)
0.0314**
(0.0132)
0.0168*
(0.00982)
0.0289***
(0.0067)

0.0966***
(0.0188)

是
5.242***
(0.0805)
0.500
14511
0.081
4.0

≤50亩
(5)

0.00475
(0.00417)

0.015**
(0.00741)
0.0135
(0.0173)
0.0166**
(0.0073)
0.0172**
(0.00698)
0.0143
(0.0153)
0.00444
(0.0122)
0.0141*
(0.0076)

0.0853***
(0.013)

-0.00396
(0.00366)
-0.00151
(0.0034)
0.109***
(0.0115)
0.00759
(0.00532)
0.00468
(0.00301)
-0.000598
(0.00831)
0.00518
(0.0116)

0.0374***
(0.00866)

是
5.756***
(0.0609)
0.480
9580

(6)
0.00245
(0.00414)

0.0151**
(0.0074)
0.0138
(0.0169)
0.0144**
(0.00715)
0.0148**
(0.00704)
0.00719
(0.0145)
0.00316
(0.0118)
0.0132*
(0.00719)
0.0734***
(0.012)

-0.00486
(0.00451)
-0.00137
(0.00358)
0.102***
(0.0127)
0.0094

(0.00602)
0.00765**
(0.0032)
0.00115
(0.0091)
0.014

(0.0133)
0.0331***
(0.00937)

是
5.490***
(0.0806)
0.493
9580

注：“†”表示10.5％统计显著水平。其他同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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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造成同一户的土地规模和来源构成在不同年度

间不同。如果现实情况确实如此，那么盛等(2019)采
用的平衡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不仅会控制不住农户的

土地质量差异，而且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

误。如果现实情况不是如此，那么盛等(2019)的估计

结果更多地反映了 2003年、2008年、2013年年的平

均结果，可能未捕捉到 2010年以来农户规模—生产

率关系的变化。因此，本文采用的施加了土地质量

指标的OLS-FE回归模型估计的农户规模—生产率

关系会更为准确。

本文基于50亩以内样本的研究结果与已有的研

究结果也不完全一致。依据小于50亩的小农户样本

数据，绝大多数国内研究结果显示，农户的土地生产

率与经营规模呈显著的反向关系。除了囿于数据时

效性而没有及时捕捉到农户规模—生产率关系的变

化外，国内有关农户规模―生产率呈反向关系的研

究结论，可能与采用的农户样本规模区间过于狭窄

有关。绝大多数已有国内研究采用的样本基本为小

于30亩的农户，例如，农业农村部固定观察点数据显

示，2010～2011年，粮食种植面积小于10亩的农户约

为69.9％，10～30亩的农户约为25.5％(程等，2019)；
2003～2017年，小麦种植面积小于5亩的农户占64.6％，

5～10亩的农户占 28.4％，10～30亩的农户占 6.7％
(炎天尧，2021)。本文 50亩以内样本既包含了大量

的 30亩以内样本也包含了较大比重的 30～50亩样

本(见表 1)。因此，样本的规模区间不同不仅导致已

有国内研究结果与本文的样本总体结果不一致，而

且也与本文的50亩以内样本的研究发现不一致。本

文研究结果表明，在一个土地经营规模区间宽泛的

样本基础上探究中国农户的规模—生产率关系会具

有更重要的政策意义。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小农户”或者是种植了小面积粮食作物

的粮食规模种植户，或者是在自家承包地上种植了

小面积粮食作物的设施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和

农业服务业规模农户。这样的“小农户”可能不同于

通常意义上的“半耕半工”小农户，一般情况下前者

对作物的管理细度可能会低于后者，但在农户经营

规模发生变动时期失去生产率优势的可能性也会低

于后者。如果真实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本文的研究

结论可能会不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另外，比较大小

农户土地生产率优劣必须控制农户间的土地质量差

异，为此，我们统一施加了县级固定效应、转入地比

例、灌溉面积比例以及土地价格(即村级租地价格)。
然而，由于数据限制，土地价格不完全是村庄平均地

价，对于那些村庄中或乡镇中仅有一户样本且没有

租地记录的情况，我们采用乡镇或县级平均地价来

代理；同时本文的固定效应设定为县级固定效应而

非村庄固定效应。因此，本文的模型设定可能会没

有完全控制住农户之间的土地质量差异，进而导致

本文的研究结论存在偏误。为此，我们采用国家统

计局黑龙江调查总队采集的2016年农村住户调查数

据，对上述两个问题加以检验。国家统计局住户调

查样本是按照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选取的，即以省

为总体，抽取样本县、调查小区(村庄)、样本户。抽中

的样本户通过日记账方式收集居民家庭的收入支出

信息。由于一般每个样本村庄包含5～10户样本户，

因此，施加村庄固定效应的回归模型可以较好地控

制样本户的土地质量；同时，村庄平均租地价格也能

够较好地反映村庄之间土地质量的差异(本杰明、博

兰特，2002)。黑龙江省农村住户样本包含了大量

的水稻和玉米种植大户，50～350亩的水稻种植户占

全部水稻种植户比重、50～360亩的玉米种植户占全

部玉米种植户比重均约为35％。虽然黑龙江省农村

住户样本的样本量、规模区间以及规模分布不完全

等同于黑龙江省的普查样本，但两者有一定的可比

性，从而为验证本文的研究结论提供了间接证据。

按照式(5)和式(6)，我们基于黑龙江省普查样本

和住户样本，对水稻和玉米的单产模型和生产函数

模型分别进行了回归。基于普查样本总体的单产模

型和生产函数模型结果显示(表 6中 a部分的第(1)、
(2)栏)，水稻单产与播种面积均呈显著的反向关系，

面积—单产弹性分别为-0.0175和-0.0181。采用住

户样本总体的单产模型和生产函数模型结果显示

(表 6中 b部分的第(1)、(2)栏)，水稻单产与播种面积

呈拐点分别为 10.8亩和 11.3亩的显著倒U型关系，

面积—单产弹性分别为-0.0358和-0.0329。基于50
亩以内普查和住户样本的单产和生产函数模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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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水稻单产与播种面积均没有表现出任何显著

的关系(表6中a、b部分的第(3)、(4)栏)。因此，尽管50
亩以内样本反映的规模—生产率关系基本一致，但

样本总体揭示的规模—生产率关系不完全一致。

施加县级固定效应而非村庄固定效应是否导致

研究结果出现偏误?住户样本总体结果显示，村庄固

定效应模型和县级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面积—单产

弹性和升降拐点不同，但两者反映的播种面积—单

产关系均为显著的倒U型关系(表 6中 b、c部分的第

(1)、(2)栏)。50亩以内住户样本的模型结果显示(表6
中b、c部分的第(3)、(4)栏)，采用村庄固定效应和县级

固定效应单产模型估计的播种面积系数估值均不显

著；采用村庄固定效应生产函数模型估计的播种面

积系数估值不显著，采用县级固定效应生产函数模

型估计的播种面积—单产关系呈较微弱的倒U型关

系，但两者的面积―单产弹性都为正值且统计上不

显著。总体上看，采用县级固定效应模型会影响水

稻单产与播种面积关系结果的准确度，但不影响基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黑龙江省水稻)

变量

a.普查样本

播种面积(ln)
要素变量

Adj.R2

样本量

b.住户样本：村庄固定效应

播种面积(ln)

播种面积平方(ln)
要素变量

Adj.R2

样本量

面积—单产弹性

升降拐点(亩)
c.住户样本：县级固定效应

播种面积(ln)

播种面积平方(ln)
要素变量

Adj.R2

样本量

面积—单产弹性

升降拐点(亩)

全部样本

(1)

-0.0175**
(0.00689)

否

0.196
1742

0.0548*
(0.0288)

-0.0115**
(0.00446)

否

0.602
454

-0.0358***
(0.0113)
10.8

0.0714*
(0.036)

-0.0121**
(0.00512)

否

0.296
454

-0.0243**
(0.0102)
19.1

(2)

-0.0181**
(0.00886)

是

0.222
1742

0.0519*
(0.0273)

-0.0107**
(0.00425)

是

0.612
454

-0.0329***
(0.0113)
11.3

0.0678*
(0.0339)

-0.0107**
(0.0045)

是

0.333
454

-0.0164
(0.0121)
23.8

≤50亩
(3)

-0.0129
(0.016)

否

0.203
465

0.0125
(0.0148)

否

0.554
291

0.0187
(0.0158)

否

0.259
291

(4)

-0.0147
(0.017)

是

0.220
465

0.013
(0.0151)

是

0.571
291

0.087*
(0.047)
-0.0141
(0.00856)

是

0.364
291

0.0033
(0.016)
21.9

注：(1)所有模型均施加了非要素变量和固定效应。(2)U-test结果表明所有的非线性关系均为显著的倒U型关系。标准误或
聚类到村庄或聚类到县。面积—单产弹性标准误是采用delta公式计算的。*、**、***分别表示10％、5％、1％统计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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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研究结论。

基于普查和住户样本总体的单产模型和生产函

数模型结果显示(表7中a、b部分的第(1)、(2)栏)，玉米

单产与播种面积均表现为显著的倒U型关系，同时

面积―单产弹性相近；两者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升

降拐点，前者的升降拐点分别为50.1亩和21.7亩，后

者的升降拐点分别为28.1亩和27.7亩。基于50亩以

内普查样本的单产和生产函数模型结果显示，玉米

单产与播种面积均没有表现出任何显著的关系；基

于50亩以内住户样本的单产和生产函数模型结果显

示，玉米单产与播种面积均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表7
中 a、b部分的第(3)、(4)栏)。因此，虽然 50亩以内样

本反映的规模—生产率关系存在着差异，但样本总

体揭示的规模—生产率关系基本一致。

采用住户样本总体和50亩以内住户样本的回归

结果显示，虽然村庄固定效应模型和县级固定效应

模型估计的玉米播种面积一次项、二次项系数的显

著性程度存在着差异，但播种面积系数估值反映的

播种面积—单产关系均为显著的倒U型关系(表7中
b、c部分的第(1)～第(4)栏)。无论是样本总体还是50
亩以内样本，采用村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面积―

单产弹性绝对值都稍小于采用县级固定效应模型估

计的弹性估值；采用村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升降

拐点均稍大于采用县级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拐点。

表7 稳健性检验结果(黑龙江省玉米)

变量
a.普查样本

播种面积(ln)
播种面积平方(ln)

要素变量
Adj.R2

样本量

面积―单产弹性

升降拐点(亩)
b.住户样本：村庄固定效应

播种面积(ln)
播种面积平方(ln)

要素变量
Adj.R2

样本量

面积―单产弹性

升降拐点(亩)
c.住户样本：县级固定效应

播种面积(ln)
面积平方(ln)
要素变量
Adj.R2

样本量

面积―单产弹性

升降拐点(亩)

全部样本
(1)

0.0465**
(0.022)

-0.00594**
(0.00267)

否
0.524
3607

-0.0101
(0.0932)
50.1

0.0814**
(0.0334)

-0.0122**
(0.00468)

否
0.808
1275

-0.0144
(0.00902)

28.1
0.137***
(0.0429)

-0.0234***
(0.00701)

否
0.467
1275

-0.047**
(0.0218)
18.7

(2)
0.0328†
(0.0199)

-0.00533**
(0.00244)

是
0.534
3607

-0.0182*
(0.0104)
21.7

0.0797**
(0.0343)

-0.0120**
(0.00479)

是
0.808
1275

-0.015*
(0.00892)

27.7
0.124**
(0.0472)

-0.0218***
(0.00754)

是
0.473
1275

-0.0478**
(0.0209)
17.2

≤50亩
(3)

0.0172
(0.0105)

否
0.491
1102

0.0862*
(0.0441)
-0.0143*
(0.00817)

否
0.810
827

-0.00419
(0.0128)
20.7

0.139***
(0.0461)

-0.0236**
(0.00851)

否
0.463
827

-0.00952
(0.0216)

19

(4)
0.0129
(0.0101)

是
0.506
1102

0.079*
(0.0455)
-0.0137†
(0.00836)

是
0.812
827

-0.00708
(0.0124)
17.9

0.101*
(0.0494)

-0.0176**
(0.00842)

是
0.477
827

-0.00934
(0.0185)
17.6

注：U-test结果表明所有非线性关系均为显著的倒U型关系。“†”表示10.5％统计显著水平。其他与表6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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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要素投入量与播种面积的关系

变量

水稻面积

小麦面积

玉米面积

户主耕作时间

(1)
-0.759***
(0.0142)

-0.791***
(0.0103)

-0.761***
(0.0193)

雇工人数

(2)
-0.044**
(0.0161)
-0.0253*
(0.0137)
-0.021**
(0.0104)

化肥用量

(3)
-0.261
(0.3230)
-0.439*
(0.2510)

-0.978***
(0.2450)

是否用农家肥

(4)
-0.552***
(0.0349)

-0.352***
(0.0335)

-0.322***
(0.0294)

农药喷洒次数

(5)
0.049*
(0.0284)

0.0552***
(0.0178)

-0.0458***
(0.0135)

是否机耕

(6)
0.737***
(0.0525)
0.427***
(0.0768)
0.577***
(0.0308)

是否机播

(7)
0.636***
(0.0514)

-0.0958**
(0.0467)
0.574***
(0.0444)

是否机收

(8)
0.738***
(0.1220)
0.682***
(0.0730)
0.573***
(0.0388)

注：(1)户主耕作时间、雇工人数、化肥用量等采用双对数线性模型，农药喷洒次数采用线性模型，其他要素采用 logit模型。
(2)所有模型均未施加控制变量。(3)水稻种植户样本量为5741，小麦种植户样本量为7319，玉米种植户样本量为14511。标准误均
聚类到县。*、**、***分别表示10％、5％、1％统计显著水平。

因此，采用县级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玉米单产与播

种面积关系结果准确度低于村庄固定效应模型，但

两者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概括起来，采用样本总体估计的水稻播种面

积—单产关系不一致，但玉米播种面积—单产关系

基本一致；采用 50亩以内样本估计的水稻播种面

积—单产关系基本一致，但玉米的播种面积—单产

关系不一致。由于普查样本与住户样本存在着样本

数量、规模区间以及规模分布方面的差异，因此，播

种面积—单产关系结果差异既可能源于两个样本的

差异，也可能源于两个样本中的不同类型小农户的

行为差异。综合起来看，普查样本中的小农户(即规

模农户中的小农户)与住户样本中的小农户(即普通

小农户)存在着差异，但这种差异没有否定本文的水

稻和玉米的规模—生产率关系结果同样适用于普通

小农户的基本结论。县级固定效应模型结果的准确

度低于村庄固定效应模型结果，但两者反映的水稻

和玉米的规模—生产率关系没有质性差异。

六、技术采用和要素选择对农户规模—生产率

关系变化的影响

我们首先了解农户的技术采用和要素选择是如

何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发生变化的。表8报告了

采用农户数据估计的未施加任何控制变量的亩均要

素投入量与播种面积关系的回归结果，其反映了亩

均要素投入量与土地经营规模的相关关系。户主亩

均从事种植业时间和从事种植业30天以上的亩均雇

工人数与播种面积均呈显著的负向关系(表 8第(1)、
(2)栏)。虽然囿于普查指标设置而导致劳动投入指

标不能完美地表征劳动投入对农业产出的贡献，但

其基本反映了亩均劳动投入随着经营规模扩大而下

降的态势。水稻、小麦、玉米的亩均化肥施用量和农

家肥采用率均随着播种面积的扩大而呈下降趋势，

其中，农家肥采用率的下降幅度明显大于亩均化肥

施用量的下降幅度(见表2)。与化肥施用量和农家肥

采用率不完全相同，水稻、小麦的农药喷洒次数随着

播种面积的扩大而微弱上升，但玉米农药喷洒次数

则随着播种面积扩大而微弱下降(表 8第(5)栏)。水

稻和玉米的机耕、机播、机收采用率以及小麦的机

耕、机收采用率均与播种面积呈显著的正向关系，但

小麦的机播采用率与播种面积呈差异幅度较小的显

著负向关系(表8第(6)～(8)栏)。样本数据显示，来自

上海市、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重

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等省份的小麦种植户，

其机播采用率为 3.4％～74.9％，显著低于样本总体

的采用率均值(83％)。由于这些省份的大户样本占

大户样本总体比重(26.8％)显著高于其小户样本占

小户样本总体比重(17.1％)，同时各样本省内大小户

的小麦机播采用率差异较小，因此出现了大户总体

的小麦机播采用率稍低于小户总体的情况。但从同

一省份来看，大户的机播采用率高于其小户的机播

采用率，因此，小麦机播采用率结果与农户机械技术

采用率随着规模扩大而上升的趋势不冲突。概括起

来，大农户的单位面积劳动投入、化肥用量、农家肥

使用率较低；相反，其机械技术采用率则明显高于小

农户。上述结果与福斯特和罗森茨魏希 (2010)有
关印度农户和盛等 (2019)关于中国东北和华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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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农户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表明农户随着土地经

营规模的扩大而相应调整了自己的要素结构，主

要通过机械替代劳动、减少单位面积劳动投入的

策略来应对土地规模扩大带来的边际土地产出损

失(盛等，2019)。
农户的技术采用和要素选择随着经营规模的扩

大而发生了改变，其是否会以及如何对规模―生产

率关系产生影响?表 3～表 5中第(3)、(4)栏中的播种

面积系数估值，反映了逐次增加控制变量后的粮食

作物单产与播种面积关系的变化状况。如果将所有

投入要素视为一个整体，其系数设定为β2，那么单产

模型中的播种面积系数β～1(第(3)栏)与生产函数模型

中的播种面积系数 β̂1(第(4)栏)的关系为β～1=β̂1+β̂2ρ̂，
其中，ρ̂表示全部投入要素与播种面积的相关系数。

由于生产要素与单产呈正向关系(即β2＞0)，β～1与 β̂1

的大小关系可以判断出 ρ̂的正负数值。如果 ρ̂为正

值(即 β̂1绝对值变大或反向关系变强)，则表明大农户

的要素投入部分抵消了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带来的土

地边际产出损失；如果 ρ̂为负值(即 β̂1绝对值变小或

反向关系变弱)，则表明大农户的要素投入部分增大

了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带来的土地边际产出损失。从

表 3～5中要素变量系数显著性程度可知，大多数变

量系数估值统计上不显著。F检验结果没有否决劳

动投入为零的原假设，但否决了非劳动投入要素为

零的原假设(水稻、小麦、玉米的 P值均小于 0.002)。
因此，本文的要素选择对规模—生产率关系变化的

影响，实际上是非劳动投入要素选择对规模―生产

率关系变化的影响。

表 3和表 5中的第(3)、(4)栏的结果显示，添加了

非劳动要素变量，水稻单产与播种面积的反向关系

强化了，玉米单产与播种面积倒U型关系的拐点后

移了，说明机械替代劳动的技术选择弱化了水稻的

反向关系、强化了玉米的倒U型关系。然而，添加了

非劳动要素变量，小麦单产与播种面积的倒U型关

系的拐点前移了，说明机械替代劳动的技术选择弱

化了小麦的倒U型关系。为了更清晰地展示粮食作

物单产与播种面积关系如何随着要素选择的变化而

变化，我们基于表 3～表 5中的第(3)、(4)栏的播种面

积系数估值和相应的截距项估值，拟合了水稻、小

麦、玉米单产与播种面积关系的变化曲线。相对于

仅控制了非要素变量的单产与播种面积关系曲线

(OLS-FE+X)，控制了所有变量的水稻和玉米单产与

播种面积关系曲线(OLS-FE+X+W)都下移了，控制了

所有变量的小麦与播种面积的关系曲线则上移了

(图 2)。另外，相对于水稻单产与播种面积反向关系

的变化幅度，玉米单产与播种面积倒U型关系的变

化幅度更大。这一结果与机械技术采用率对单产的

作用效果相关联，虽然水稻与玉米的机械技术采用

图2 拟合的水稻、小麦、玉米单产—播种面积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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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相差不大，但机械技术采用率对玉米单产的提升

效果更大(见表3和表5)。
本文的技术采用与要素选择对水稻和玉米的播

种面积—单产关系变化的影响结果与盛等(2019)、穆
扬加和杰恩(2019)的对应结果相一致，本文的技术采

用与要素选择对小麦的播种面积—单产关系变化的

影响结果与阿拉贡等(2022)、炎天尧(2021)的对应发

现相一致。阿拉贡等(2022)、炎天尧(2021)采用规模

区间狭窄的样本数据估计的规模—生产率反向关系

变化结果显示，施加了非劳动要素变量的规模—生

产率反向关系都弱化了，反映了非劳动要素投入强

度对小农户反向关系形成的作用。为什么技术采用

和要素选择对不同作物的规模—生产率关系变化产

生了差异化影响?第一个原因可能与机械技术的采

用率有关。图3的机械技术采用率曲线走向显示，相

对于水稻和玉米的机械技术采用率，小麦的机械技

术采用率整体水平较高，大小户机械技术采用率的

差异幅度较小。具体地，10亩以内小麦种植户的机

耕、机收采用率分别为 96％和 93％，稍稍低于 10亩

以上种植户的采用率均值；小麦的机播采用率随着

播种面积的扩大而呈现较大幅度的波动，但整体上

在大小农户间差异极小。相反，水稻和玉米的机

械技术采用率均随着播种面积的扩大而呈现先急

剧上升再平缓的特征。由于小麦种植小户比重约为

80％，明显大于水稻种植小户比重(约55％)和玉米种

植小户比重(约 66％)，因此，大小农户的机械技术采

用率差异导致了机械技术对不同作物的规模—生产

率关系变化产生了差异化作用效果。

上述结果意味着机械技术对大小规模小麦种植

户单产的提升作用相同，换句话说，机械技术采用的

规模经济没有对小麦种植大户生产率发挥作用。这

就涉及第二个可能原因—机械技术采用的规模经

济的障碍因素。从中国现实情况看，土地细碎化可

能是最主要的障碍因素。张成鹏(2022)发现，相对于

未实施“一户一田”的小麦单产与播种面积反向关

系，实施了“一户一田”的小麦单产与播种面积反向

关系消失了。从本文采用的规模农户样本构成看，

超过100亩的水稻、玉米种植户样本总体中，来自辽

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的样本分别

占78％、91％；超过50亩的小麦种植户样本总体中，

来自江苏省、安徽省、山东省、河南省 4省的样本占

64％。人地关系较为宽松的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

省、内蒙古自治区等4省(自治区)的大农户土地细碎

化程度较低，而人地关系较为紧张的江苏省、安徽

省、山东省、河南省4省的大农户土地细碎化程度较

高，进而可能导致小麦种植大户的机械技术没有

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技术采用与要素选择对规

图3 水稻、小麦、玉米的机械技术采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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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生产率关系变化的作用，不仅取决于机械技术

的采用率，也依赖于土地的集中连片经营程度。当

然，上述结论基于数据的推理分析，有必要就土地细

碎化对规模—生产率关系影响问题进一步开展严谨

地论证分析。

七、基本结论

采用含有大小农户的全国大样本数据开展农户

的规模—生产率关系研究，不仅对于了解农业转型

时期的农户规模—生产率关系有理论意义，而且对

中国农业发展战略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采

用 2016年全国农业普查的 1％规模农户数据，估计

了粮食作物单产与播种面积的关系，探讨了技术采

用和要素选择对播种面积—单产关系变化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水稻单产与播种面积呈差异幅度较

小的显著反向关系，小麦和玉米单产与播种面积呈

拐点分别为10亩和15亩的显著倒U型关系；50亩以

内的农户生产率整体上稍高于50亩以上的农户生产

率。本文发现，农户随着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而相

应调整了技术和要素投入，通过机械替代劳动，虽然

没有强化小麦的倒U型关系，但明显强化了玉米的

倒U型关系、减弱了水稻的反向关系。

对于大小农户一直并存且经营规模分布变动较

小的土地私有制国家，其农户的规模—生产率关系

有可能呈U型关系。然而，对于由小农户为经营者

绝对主体逐渐变为大中小农户并存的中国，农户规

模变动的自选择机制弱化了小农户的生产率优势，

大农户的技术进步内涵慢于规模外延扩张导致其

要素选择不能抵消规模扩大带来的边际产出损失，

其农户的规模—生产率关系呈倒U型关系而不可

能呈U型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国农户的

规模—生产率关系已经走向或正在走向倒U型关

系，过大或过小的土地经营规模都不利于生产率的

提升。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

展，水稻单产与播种面积关系将会呈现为倒U型关

系，小麦和玉米单产与播种面积关系将会表现为拐

点进一步前移的倒U型关系。党的二十大重申的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战略，既符合中国人多地少

的基本国情，也有助于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和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研究结论还表明，如果将种植规模低于 50
亩的农户定义为小农户，那么作为农业经营主体的

小农户整体依然没有表现出生产率劣势。目前中国

正处于农业转型时期，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外移，农

业劳动力呈现老龄化和妇女化趋势，个别地区甚至

出现了土地撂荒的现象。但就全国范围来看，中国

农村还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处于隐形失业状态，农

业经营收入依然是许多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

源。在农业部门依然滞留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力和

农业收入仍然是许多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

的特定时期，农业发展战略和相应的农业支持政策

不应忽视作为农业增长动力源泉的小农户，相反，应

向小农户提供更多的产前产后的社会化服务和农业

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服务。因此，党的十九大提出的

促进小农户与大农户共同发展，实现小农户与现代

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无疑是一项符合中国实际和发

展前景的战略部署。

了解农户规模—生产率反向关系或倒U型关系

的根源固然重要，但探究如何通过技术采用和要素

选择来提升大农户生产率更有现实意义。本文发

现，农户随着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而相应采取了机

械替代劳动的技术选择，但整体上依然没有完全消

除大农户相对于小农户的生产率劣势。按照赫尔方

和泰勒(2021)有关巴西农户经营规模与生产率关系

的研究结果，以及瑞达和福格烈(2019)总结的全球范

围内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与经营规模关系的变动趋

势，中国规模农户最多属于全球意义上的中等规模

农户中的较小规模农户，其规模远没有达到生产率

随土地经营规模扩大而上升的条件。上述研究结论

仅是几个国家，特别是土地资源禀赋丰富的巴西经

验，其是否适合中国还有待于实践检验。对中国来

说，可能一些制度约束限制了大农户生产率的进一

步提升，除了存在的“垒大户”问题外，当前农村土地

承包制度引致的土地细碎化问题，可能阻碍了福斯

特和罗森茨魏希(2017)提出的机械技术采用的规模

经济作用。因此，有必要从土地制度安排和机械技

术采用的规模经济视角，探究机械技术的广泛应用

为什么没有促使大农户生产率整体上显著高于小

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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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数据来自对国家统计局—北京大学

数据开发中心微观数据集的样本数据加工处理，文章

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国家统计局—北京

大学数据开发中心和国家统计局的意见。感谢付建

迪、张路犇提供的数据处理支持。感谢匿名评审专

家的有益建议。

注释：

①恰亚诺夫(1996)是最早详细描述农户规模—生产率反

向关系现象的学者之一，但对反向关系的严谨理论与实证研

究则始于森(1962)。
②如果没有特别注明，本文的生产率指土地生产率(即单

位面积产出)，其与文中的单产混用；土地经营规模指农作物

的种植规模，其与文中的播种面积或经营规模混用。

③据我们所知，除了盛等(2019)外，绝大多数国内研究采

用的样本为小于 30亩的农户(李谷成等，2009；唐珂等，2017；
程等，2019；炎天尧，2021)。

④贝维斯和巴雷特(2020)提出，地块边界效应可能导致了

地块单产与播种面积的反向关系。由于地块边界作物接受到

的光照和灌溉比地块中间作物更多，面积越小的地块，其周

长/面积比越大，从而导致了小地块单产高于大地块的单产。

中国的农户地块不是自然形成的地块，而是由村集体出于公

平考虑在土地分配中实施好坏搭配所致，农户的地块表现为

一个完整地块中的条状地块。这样的地块不会存在地块边界

比中间地带接受光照更多的情况。

⑤按照福斯特和罗森茨魏希(2017)的阐述，相对于以中短

期雇工为主而导致劳动有效性不足问题的中等规模农户，大

农户通过雇佣较多数量的长期工人而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

了农业劳动的有效性，进而导致大农户与小农户一样具有生

产率优势。

⑥详细推导见阿松考和布拉伊多(2007)。
⑦由式 (4)的推导过程可知，lnA=βlnT+δ′X+αLln(L/T)+

αKln(K/T)。如果 l表示亩均劳动投入，k表示亩均非劳动投入，

那么β=f[A(T)，X(T)，l(T)，k(T)]，即农户的规模—生产率关系取

决于与土地经营规模关联的技术效率(即农户的诸如管理水

平或勤勉程度等观察不到的投入)、非要素变量和要素变量。

⑧农业普查规模农户样本中还包括了早稻和双季晚稻，

考虑这两种作物的样本总量和50亩以上样本量较少，本文没

有包括这两种作物。

⑨小于 1亩种植规模的农户，其作物单产一般低于样本

均值的50％，表明这些农户种植的作物可能是规模农户零星

种植的作物。

⑩表 3～表 5中的播种面积为一次项或二次项均是通过

观察该变量的拟合程度而确定的。如果一次项不显著、二次

项显著，或者一次项显著、二次项不显著，但剔除了二次项后，

一次项都不显著，保留一、二次项；否则，为一次项。

采用规模分组数据，首先根据模型系数估值、非要素变

量均值和分组样本权重取得每个组的单产对数预测值；然

后估计出 50亩以内样本和 50亩以上样本的单产对数预测值

均值和标准差。水稻、小麦、玉米种植小户与大户的单产对数

预测值之差(标准差)分别为 0.017(0.007)、0.019(0.011)、0.035
(0.005)。

炎天尧(2021)估计的小麦面积—单产弹性，2003～2010
年为显著的-0.08，2011～2017年为显著的 0.23，2003～2017
年则为显著的-0.07。

本杰明和博兰特(2002)采用 1995年河北、辽宁省农户

数据的单产模型结果显示，施加了土壤指标与施加了村庄固

定效应的规模—生产率关系结果没有发生显著差异，表明村

庄固定效应基本可以控制土地质量的差异。

住户样本模型的非要素变量包括家庭规模、成年人

(18～60岁)比例、成年人平均年龄、成年人平均受教育年限、

健康家庭成员比例、是否有成员外出打工、是否借贷、玉米播

种面积比例、有效灌溉面积比率、土地租价；生产要素变量包

括亩均雇工金额、亩均化肥用量、亩均农药金额、机耕面积比

率、机播面积比率、机收面积比率等。

采用规模分组数据(即绘制图 3的数据)取得的回归结

果显示，小麦的播种面积系数估值(标准误)为0.0018(0.0029)。
中外文人名(机构名)对照：森(Sen)；宾斯万格(Binswanger)；

伊斯特伍德(East-wood)；瑞达(Rada)；福格烈(Fuglie)；陈(Chen)；
程(Cheng)；黄(Huang)；丁(Ding)；戴宁格尔(Deininger)；阿扎莫普

洛斯(Adamopoulos)；雷斯图西亚(Restuccia)；盛(Sheng)；福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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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 Size and L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Large-scale Farms in the Third National Agricultural Census

Zheng Zhihao Gao Yang Huo Xuexi

Abstract：This study utilizes data from China's third agricultural census, encompassing both small and large-
scale farm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 size and land productivity, and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input choice on changes in the farm size-productivity relationship. Regress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while rice yield demonstrates a significantly inverse relationship with cropped area, the differences in magnitude
are relatively small. In contrast, wheat and maize yields exhibit significant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s with in⁃
flection points at 10 mu and 15 mu, respectively. Generally, farms within 50 mu tend to have slightly higher productivity
than those above 50 mu. Moreover, 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as farm scales expand, farmers have adopted technology to
replace labor with machinery. Although this strategy has strengthened the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for maize
and weakened the inverse relationship for rice, it has not affected the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for wheat. The
farm size-productivity relationship in China is thus shifting towards an inverted U-shaped pattern, suggesting that
excessively large or small operational scales are not conducive to enhancing productivity. With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economy, it is anticipat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ield and cropped area will demonstrate an
inverted U-shaped pattern for rice, while for wheat and maize, it will manifest an inverted U-shaped pattern with
inflection points shifting further forward. The strategy promoting a moderate operational scal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not only aligns with China's fundamental national conditions of a large population with limited land resources, but also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s to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Key words：farm size; land productivity; inverse relationship; large f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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